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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对市场的依赖与其商品意识的提高，市民购买者的审美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海派书画家的

创作风格，书画作品已经不同于以往的文人自娱，转而开始接受市场的检验，展现出迎合民众需求与

时代需要的面貌。这是城市经济发展推动艺术市场腾飞，进而影响书画作品面貌的典例。

在海派书画因城市经济发展而兴盛的同时，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局面也促使外国资本得以更为

顺畅地进入中国书画市场。由于政局的动荡，财政制度日益受到掣肘，故有学者认为“满清政府失败

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1]，其中的一大表现即是中国币制混乱。当西方列强采用金本

位时中国仍然通行旧的银本位制度，而国际银价的大跌必然造成巨大的汇兑损失，时人就当时的国际

领导货币英镑与我国外贸之关系发论称：“我国商民交困，皆此磅价递昂，耗物力与无形之中。”[2]但客

观而言，货币政策的落后在对政府造成巨大的外贸损失之外亦推动外资更为顺畅地进入此前从未涉

及的领域，书画市场即在其中。当然，由于艺术面貌差别太大，此阶段西人投资中国书画作品者尚为

数不多，而由于历史上文化渊源的关系，中国书画艺术对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却有着极大的

吸引力，故这一时期书画作品的外国买家以日本人为主。

有清一代，中国书画艺术的东渐对日本艺坛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清初时，浙人沈铨携弟子郑

培、高钧应日本天皇之请赴东瀛传艺，其所擅长的“南苹派”写生画一时风靡扶桑，为东渡画家之首，并

推动了日本长崎画派的最终形成。但客观而言，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日本知识阶层的活动因

藩镇体系的影响受到极大的限制，故相关书画交流活动的开展并不十分顺畅。因中国开放时间较早，

幕府末时偶有日人来华采买书画作品，如 1862年日本“千岁丸”号来华，日人名仓予何人曾“出北新

门，过兴盛街扇铺，为他人买扇面若干”[3]，因当时扇铺极少出售古玩，故其所买者应该是时人作品。当

然，当时的日本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这种交易的影响并不算大，而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日盛，对

书画作品的购买力变强，两国的书画交流开始进入新阶段。

自1871年日本与清政府签订条约并互设使馆，开放直接贸易，两国之间的官方与民间交流往来

不绝，书画交流亦日益频繁。中国书画家赴日鬻艺者有罗清、蒲华、卫铸生、顾若波、胡铁梅、徐方增

等，而日本书画家也开始更多地以个人身份来上海逗留，以与名士交游为名加入市场鬻艺取资，如日

本近代书法鸣鹤流派的创始人、明治时期书法家日下部鸣鹤（1838—1922），在《申报》“书润”中就提到

“稍助游资”[4]。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1871—1945）亦在上海刊登润例，推销他的印章作品。润例中亦

提到“暂充舟车之费”[5]。圆山大迂（1838—1916）1891年在《申报》上第一次刊登润例，其中就直接说

[1]蒋梦麟：《西潮》，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版，第169页。

[2]《通政使参杨宜治奏文》，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北京〕中华

书局1964年版，第653页。

[3]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65页。

[4]《日本鸣鹤先生书润》，《申报》1891年4月14日。日本鸣鹤先生书润：东瀛日下君子旸，号鸣鹤，夙工书法，篆隶

真草，罔不入汉晋之室，而于摹仿金石碑铭，尤为朴雅近古。近以膴仕既倦，游历我华，诗酒往还，殆无虚日，人有持缣素

丐染翰者，辄信手应之，玉版溪藤，几案为满。予曰：是直将于胶山绢海中无量苦趣矣，曷弗酌收润笔，俾得稍助游资

乎？先生掀髯一笑曰：诺。爰定规例如左：匾额每字大一元中七角小五角，堂幅大四元中二元小一元，六角屏减半，楹联

大三元中二元小一元，纨折扇琴对琴条七角，隶楷加倍，字小行密者酌加，碑版册页手卷及大件另议。辛卯仲春王紫诠、

陈哲甫、黄梦畹同订。

[5]《日本河井先生刻印润例》，《中外日报》1900年11月17日。日本河井先生刻印润例：日本西京河井仙郎先生，精

仓史之学，金石刻画，直摩秦汉人壁垒。今将登苏台，泛泉唐，爰以刻印之赀，暂充舟车之费，并与中邦人士广结墨缘，为

订润例，录之左方：石印每字银五角，象牙竹木犀角每字银一元二角，晶玉石章铜每字银二元五角，润资先惠。收件交四

马路吉羊笺扇店及新马路农会报馆代收。上虞罗振玉、钱塘汪康年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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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以佽游资”[1]。而于后世执海派艺坛之牛耳的吴昌硕与日人的接触，亦大致开始于这一时期。

二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石、苍石，别号极多，有苦铁、缶翁、大聋、破

荷亭长等，浙江安吉县人。纵观其人生阅历，历经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

团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护法运动、军阀混战等一系列社会变故。这一阶段是中国

社会经济文化急剧变化的年代，亦是外来文化冲击与本土文化变革的斗争比较激烈的时期，吴昌硕从

一个书画家的角度，选择了他的坚持与他的回应。

盖先生自成诸生即倦意进取，为贫而仕，非其志也。居恒肆力文艺，书画刻石，皆自辟户

牖，而隐合于古。师友往还有杨岘（见山）、施浴升（旭臣）、谭献（仲修）、吴云（平斋）、吴大澂

（清卿）、潘祖荫（伯寅）、任颐（伯年）诸先生。证曏探索，学日益进，顾绝不以此自多，与人语，

则曰：“我无好，我无能也。”屍昔不治生产，自解组归，寒素犹昔，端居杜门，日与配施恭人磨

挲金石以为娱乐。盎无见粮，弗问也。辛亥而后，伏出海滨，藉鬻艺自瞻给，年岁七十矣。[2]

吴昌硕于1883年初至上海，并于1887年短暂移居沪地，但不久之后又复移居苏州，自1912年开

始正式定居上海，一直到1927年辞世。而在定居上海之前，他已与日本书画界有所接触。

据陈振濂统计，有近代日本研习魏碑书法第一人之称的北方心泉是最早赴清的日本书画家，他在

1877年、1882年、1889年三次入清，与俞曲园、胡铁梅、戴用柏、钱子琴、孙蔼人、王韬、袁彰甫、徐三庚

等文艺界名宿都有交往和切磋，而在当时尚为艺坛新进的吴昌硕亦在此时与北方心泉有所接触，建立

了深厚的友谊。1882年北方氏第二次入清归国之际正值其父七十寿辰，他遍请艺坛知名的职业书画

家挥毫泼墨，徐三庚、张子祥、朱大勋、任伯年、胡公寿、杨柏润、朱梦庐、吴伯滔、陈曼寿、彭玉尘等一大

批书画名流纷纷以作品为其父作寿，而吴昌硕也在被邀之列。他为北方心泉之父绘制《竹石图》，画中

上款题写“致风上人七十寿贺”[3]，在两国传为佳话[4]。由于吴昌硕习画较晚，这件《竹石图》虽可算是早

期吴昌硕的作品代表，但尚不足以引起日人的重视，而真正使吴昌硕之名远播东瀛的，是其深厚的金

石造诣。尽管后人普遍认为吴昌硕堪称近代集诗、书、画、印为一体的全能型艺术家代表人物，但客观

而言，最令吴昌硕本人留心的当属金石篆刻艺术，其对印学的推广也不遗余力。在西泠印社成立之

初，吴昌硕曾自谓称：“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正变，同人谬重予，社既成，

推予为之长，予备员，曷敢长诸君子，惟与诸君子商略山水间，得以进德修业，不仅以印人终焉，是则予

之私幸耳。”[5]可见其对印学用力之深，感情之切。

清季篆刻艺术，以邓石如（1743—1805）代表的皖派与丁敬（1695—1765）代表的浙派最为著名，而

吴昌硕不仅兼并浙、皖二派特色，融合了浙派重刀法，刚、拙的刀趣与皖派重笔法，秀、圆的笔意，又不

为各派所羁，还凭借渊博的学识广取封泥、金石、碑版、彝鼎等金石文物之因素，结合自身对于金石艺

[1]《铁笔润格》，《申报》1891年7月11日。铁笔润格：日本圆山大迂先生，夙耽染翰，书画俱佳，而于篆刻一门尤为

精绝，其镌晶玉，如画泥沙，使三稿、雪渔复生，当亦望而却步。近慕中华之胜，航海来游，旧雨相逢，清欢何极。暇为厘

定润格以佽游资。古人云金石刻画臣能为，如先生者可以当之无愧矣。他日者刊中兴之颂，勒纪功之碑，巨制煌煌，日

星同炳，其以此格为乘韦之先可乎？石章每字二角，竹木象牙加半，水晶每字阳文一元二角阴文八角，玉加倍，如刻至十

字以上酌议折扣，大印碑版另议。现寓上海河南路老巡捕房对门乐善堂药房。辛卯首夏王紫诠、陈哲甫、黄梦畹同订。

[2]吴东迈编：《吴昌硕谈艺录》，〔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

[3][4]参见陈振濂：《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迁——近代中日艺术史实比较研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年版，第116页，第115页。

[5]吴昌硕：《西泠印社记》，见《吴昌硕作品集：书法篆刻》，〔杭州〕西泠印社1984年版，书法第2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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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理解和发挥，独创其苍朴雄浑之印风[1]。近人钱君匋则称，在与日本书画家交流切磋的过程中，吴

昌硕的篆刻与颇具金石意趣的书法尤其得到日本学者的推崇与深入研析，其篆刻所特有的体貌厚重、

以气取势、因势传神的风格，影响了中日两国印学[2]，而这一因缘成形之契机亦与日本近代艺术之发展

道路息息相关。

三

自唐宋以降，日人虽对搜求中国文物不遗余力，但对金石艺术关注却不多，故印学之发展远不如

画学兴盛，而书家之富盛名者亦大多出身帖派。这可能与日本本土金石文字遗物远不如中国存世之

多有关，但由近代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晚清时期，乾嘉考据之风尚存余韵，加之时局动荡，有艺术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大多更愿意继续探

索雄强刚健的金石书风，使得篆刻艺术与碑派书法占据了时代的主流。而与此同时，发生时代巨变的

日本艺坛也在思索艺术发展的正确方向。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强行要求日本

开放港口进行贸易，史称“黑船开国”。日本至此结束了锁国政策，逐步开启了推动时代发展的浪潮。

然而这一浪潮却是在此起彼伏的报复式“攘夷”口号中颠簸前行的。至明治维新之后，新政府虽从政

治、军事、经济、文教、外交等各方面进行系统改革，使西方列强成为日本学习的对象，但并未忘却开国

阵痛的知识阶级却始终保持着对西洋文明的警惕，致力于寻找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存空间。在绘

画界，一批艺坛名宿以“折衷东西”的精神开始着手革新日本绘画艺术，如时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的冈

仓天心称：“只要立足于有活力的自主独创精神，日本艺术就不会破坏其自身的性质，而安全地接受西

方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吧”[3]，清晰地表明了立足传统，反对固守，借鉴西洋画技法的发展方向，掀起了

新日本画运动。在书法领域，由于没有同类的西洋艺术可供参考，艺术家们往往转而追求在作品中彰

显新时代之风气，而金石碑版雄强刚劲的意味显然是新时代的日本所需要的艺术形式，因此当清末金

石书家杨沂孙、莫友芝、杨岘、张裕钊、徐三庚等人的书法篆刻风格传入东瀛后，即对日本书法篆刻界

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4]。而至1880年，金石学家杨守敬赴日本使馆任职，其所带去的书籍与碑刻拓

片更是为日本书法注入了新血，影响了众多日本书法家，日本书法界正式兴起了崇尚碑学的风气[5]，杨

氏本人更是被日人敬为“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在江户末期，被视为日本书坛巅峰的“幕末三笔”，即

贯名海屋、卷菱湖、市河米庵三人无一例外均是较单纯的帖学面目，而仅仅十余年后，在明治时代被奉

为“明治三笔”的岩谷一六、中林悟竹与日下部鸣鹤则无一例外地吸收了金石书法的意趣，可见金石艺

术此时在东瀛之流行。这为同样醉心于金石的吴昌硕与日本艺坛的深入交流铺平了道路。

有着“东海书圣”之称的日下部鸣鹤名列“明治三笔“之一，早在吴昌硕居苏州时就与吴昌硕相识[6]，

吴昌硕赠送刻有“日下东作”[7]的印章给这位被称为“日本近代书道之父”的友人留念。这枚充满浑朴

苍劲风格的印章，令日下部鸣鹤十分喜爱，并鼓励河井仙郎进行仿刻，故日下部鸣鹤可谓吴昌硕艺术

闻名东瀛的最早推动者。至鹤翁去世，吴昌硕亲书篆文墓碑，足见其感念之情。而经日下部鸣鹤结识

[1]参见孙询：《民国篆刻艺术》，〔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2]参见钱君匋：《谈谈吴昌硕的艺术》，见浙江省安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吴昌硕》，〔杭州〕西泠印社1993年版，第

49页。

[3]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8页。

[4][5]参见〔日〕大野修作：《清朝书法史概论》，梁少膺译，见黄君主编、梁少膺译《当代日本书论选译》，〔北京〕文化艺

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第145页。

[6]参见刘海粟等：《回忆吴昌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7]日下部鸣鹤所藏吴昌硕刻印，见〔日〕松村茂树：《吴昌硕研究》，〔台北〕研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04页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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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艺术的河井仙郎则至此拜服于吴昌硕门下。

四

在日本艺坛，对吴昌硕艺术传播最为尽力者当属河井仙郎与长尾甲，故王家诚于《吴昌硕传》称，

吴昌硕艺术在日本的流行除国人介绍外，“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可能是吴昌硕日本友人日下部

鸣鹤、滑川氏、长尾甲，和日本弟子河井仙郎。尤其是后二者，对中国文化造诣之深，习学之笃，以及传

播之功，更不能等闲视之。”[1]

河井荃庐（1871—1945），名仙郎，出生于日本京都，善于鉴别金石碑版，首次到中国时改名为河井

荃庐。在日本时，经由日下部鸣鹤推介，深慕吴昌硕的印风，“吴昌硕与河井荃庐，结缘于光绪十五年

（1889）。二十九岁的日本青年篆刻家和金石碑版学家，除了寄印拓向素未谋面的吴氏求教外，并在信

中表示，愿为弟子，追随左右。”[2]1900年，河井氏“访问在上海的吴昌硕，而入吴昌硕的门下。1906年
由吴昌硕介绍参加西泠印社”[3]，成为西泠印社的早期会员。

河井荃庐作为吴昌硕的日籍弟子，对吴昌硕礼敬有加，“拜在吴昌硕门下之后的二十余年间，每隔

一年，必亲到上海来就教于这位领袖东南的书画篆刻大师”[4]，并且不遗余力地向弟子们以及社会推介

吴昌硕的艺术风格与艺术精神。在吴昌硕的点播指导下，河井荃庐在日本被追崇为一代书道宗师，而

在他的影响下，其弟子西川宁（1902—1989）、小林斗盦（1916—2007）以及再传弟子青山杉雨（1912—
1993）、再再传弟子高木圣雨（1949— ）都成为吴昌硕艺术的推崇和研究者。他们一直占据日本书道

界的领袖地位，使得吴昌硕的声誉在日本也一直居高不下。

长尾雨山（1864—1942），名甲，工于诗书，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讲师，1903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

担任编译工作，“从1911年至1913年居住在上海爱而近路（现在的安庆路），与吴昌硕寓邻”[5]。在比邻

而居的时间里，朝夕往来。“三年后夏天，长尾装束东归，吴昌硕不但为他写墨梅，更赋诗依依相送”[6]。长

尾雨山回日本后对吴昌硕的作品推介，其作用非常明显：“正是由雨山推挽介绍，吴昌硕的绘画出现在

日本人士的面前，遂使日本人见到了真正的文人画而被其魅力吸引。其书法篆刻也随之备受欢迎，如

此在日本出现了‘吴昌硕热’。”[7]

日本书画家中受河井仙郎、长尾甲影响而仰慕吴昌硕者甚多，例如，园田湖城（1886—1968）、河西

笛洲（1883—1947）、森田绿山（1910—1985）、生井子华（1904—1989）等等。这些日本书画界名流亦对

吴昌硕的书画、篆刻作品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亦

将吴昌硕的艺术彻底推上了世界舞台。

五

1912年，伴随着清帝退位，专制王朝在中国两千余年的统治划上了句号。不知是出于对时局动

荡的担忧，还是缘自对鬻艺效率的考虑，吴昌硕亦于是年定居上海，这一决定使得他的艺术在东瀛获

得了更大的成功。陈振濂称：

吴昌硕作品的东传，大约是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上，第一个东传时期，是他还健在的1910
年到去世前 1927年。在这一时期，以日本的河井仙郎、长尾甲，和中国的王一亭等作为窗

口，……它们的存在，极大地印证了正在走向老迈的吴昌硕的创造激情，也同时证明了吴昌

[1][2][4][6]王家诚：《吴昌硕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页，第183页，第183页，第182页。

[3][5][7]〔日〕松村茂树：《足未踏日本，名仍震东瀛》，〔北京〕《紫禁城》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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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在日本的巨大影响。第二个东传时期，是在中国“文革”后期的70年代直到90年代，由于

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带来的大批日本政治家与文化人访华，……究其原因，当然还是因为得益

于第一时期形成的影响力在不断伸延。[1]

由此可见，定居上海后的这段人生正是吴昌硕闻名于世的关键阶段。这一成功固然与日人河井

仙郎、长尾甲的宣传和推介有很大的关系，但居功至伟者当属与他保持着亦师亦友关系的王一亭。

王一亭（1867—1938），名震，字一亭，号白龙山人。王一亭14岁入上海怡春堂裱画店当学徒，故

有深厚的书画功底，后因聪明伶俐得甬商李云书赏识，进入其家族开办的恒泰钱庄与沙船公司任职，

后身兼海派书画巨匠与沪上商业巨头双重身份，曾担任“大阪商船”上海支社买办，与日本人关系密

切。与吴昌硕相交之后，“一亭的文章，常请昌硕斧削，一亭因代昌硕拉拢卖画生意，由日清公司代为

收件”[2]。故王一亭已成为吴昌硕书画艺术实质上之经纪人，并积极帮助吴昌硕将书画作品卖到日

本。近人陈巨来称：“吴缶翁得盛名，半由艺术高超，半由王一亭（震）为日本三菱洋行总办时，尽力向

日人吹嘘，故民初日人求者纷至沓来，遂成权威。”[3]在王一亭的安排下，吴昌硕与日本各界名流接触更

为频繁，虽然吴昌硕本人从未去过日本，但“仅从文献记载上便发现，与吴昌硕有过交往的日本人士多

达九十余位”[4]，其中多半是王一亭在 1912年后代为介绍的。在王一亭的经营以及日本友人的支持

下，“吴昌硕作品曾在20世纪20年代4次赴日本长崎、大阪展览，除了最后一次发生在吴昌硕逝世后

外，其他3次展览举行后，日方还就地出版相关画册，用于宣传吴昌硕的艺术。”[5]这是日本普通民众第

一次集中系统地接触吴昌硕书画作品。由于在此之前，日下部鸣鹤、河井仙郎、长尾雨山、白石六三

郎、大谷是空、田口米舫、大仓喜七郎、夏目漱石、高岛屋等日本文艺界名宿已久为吴昌硕艺术摇旗呐

喊[6]，日本书画界、商界、政界早已对吴昌硕有了相当的了解，故而在展览过程中争相收藏吴昌硕的书

画作品与篆刻作品：“昌硕举行画展，日本人来订购的，几及画件的大半数。有若干幅订购了，再复定，

三复四复甚至十复”[7]，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收藏吴昌硕作品的收藏者，如著名的日本篆刻家吉野松石

就专门收藏吴昌硕的书画篆刻作品，后干脆将自己的室名改名为“宝缶庐”，取宝藏吴昌硕（缶庐）书画

作品之意[8]，可谓吴昌硕艺术的真正拥趸了。

六

当然，吴昌硕作品在东瀛的畅销，并不仅仅是中日艺坛齐力推崇的结果，他的成功亦与其乐于交

游的性格有关。“吴昌硕好交友而有选择，取友所长，知友所长，知友所抱，怜友所病，同友所心”[9]，其中

有很多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故吴昌硕的书画短期内在日本能够声名远播，也曾依靠非书画界的日本友

人在其中穿针引线。

“六三园”是日本人白石三六郎（？—？）在上海北四川路所营业的一家日式餐馆，一些日本文化界

和政界的要人常常聚集于此，其中有名可查的有富冈铁斋、内藤湖南、西园寺公望、中村不折、犬养毅、

[1]陈振濂主编：《日本藏吴昌硕金石书画精选》，〔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版，序言。

[2]钱化佛口述、郑逸梅撰：《三十年来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

[3]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4]〔日〕松村茂树：《足未踏日本，名仍震东瀛》，〔北京〕《紫禁城》2018年第4期。

[5]陶小军：《大雅可鬻：民国前期书画市场研究（1912—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3-64页。

[6]参见〔日〕松村茂树：《吴昌硕研究》，研文出版2009年版，目录页。

[7]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0页。

[8]参见刘海粟等：《回忆吴昌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9]梅墨生编著：《吴昌硕》，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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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竟山、柚木玉郎、滑川澹如、田中庆太郎、大谷是空等[1]。经王一亭的介绍，吴昌硕也渐渐成为了这

里的常客，而“六三园”亦开始加入到吴昌硕艺术的宣传行列当中。1914年，吴昌硕经王一亭介绍入

“六三园”不久，日本人就给了他“嘉道后一人”这样压倒古人的评价，并在园中为他举办了画展。这次

画展是“六三园”第一次为中国书画家办展，“也为吴昌硕的艺术声明和鬻艺生计提供了极大的提升和

发展的空间”[2]。“六三园”与吴昌硕之间，不仅仅是宣传者和书画家的关系，也是经纪人和创作方的关

系，“吴昌硕驰名于‘六三园’中，时属晚年，是时书画篆刻作品大都为日人携去，事或得‘六三园’谋介

有关”[3]。当然，“六三园”是否真的直接接手了吴昌硕的作品买卖尚不得而知，但从现有材料来看，“六

三园”与白石三六郎对于吴昌硕作品的销售，肯定是有巨大帮助。借由“六三园”这个东瀛人在沪上的

雅聚之所，吴昌硕的作品更广泛地流向日本。日本人为了得到吴昌硕的佳作，不惜一倍甚至两倍地付

出润资，连吴昌硕自己都不敢想象[4]。

由于吴昌硕的作品在日本人中广受欢迎与喜爱，日本书画商也加大宣传，并采用一定的销售策略

以期赚取更多的利润：“有吉田氏——一位久居上海虹口的日本装池业者、书画商宣称，在日本，吴昌

硕由默默无闻的中国书画家，变成家喻户晓的南画大师，是他的宣传手法，和薄利多销的经济策略一

手造成。”[5]由于当时日本人的推崇与积极选购，以至于“吴昌硕所有传世品，在中国大陆的约占60%，
其余 40%基本集中在日本”[6]，足见日人购买力之强。国际市场的热销为吴昌硕带来巨大的经济收

益，使得其原本“卖字得钱谋一饱，一饱终胜啖西风”[7]的清苦鬻艺生涯变为富吴。事实上，在清末民初

之际，职业艺坛市场成功的代表首推吴昌硕。1927年削颖于《上海画报》发表《吴缶老之遗产》一文，

对吴昌硕的鬻艺财产有所估计：

缶老笔耕墨耨，岁入甚丰，数十年来，积资累万，足为穷酸文人吐气，惟究有若干，传闻各

异，有谓达念万余金者，有谓因交易所而损失不赀者，都非事实。愚昨晤缶老知友，询及此

事，据云缶老遗产，十五万有余，廿万则不足。曩年交易所损失仅二三万，且已不在此数中

矣。现金由王一亭先生经手，存日清轮船公司者六七万，余为不动产。[8]

拥有如此丰厚的收入，


